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中 州 学 刊 Ｍａｙ，２０２２
第 ５ 期（总第 ３０５ 期）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Ｎｏ．５

【历史研究】

汉代循吏与孝思想的传播

王 晓 晖　 　 　 韩 国 河

摘　 要：汉代推行“以孝治天下”的治国理念，多数基层官吏都能不遗余力地推行这一政策，尤其循吏，在传播孝行

思想方面贡献尤多，他们一是身体力行，亲为表率，以榜样的作用进行传播；二是建立学校，广施教育，以宣传的形

式进行传播。 循吏对孝思想的传播效果可以从近年来出土墓葬中的孝行图、鸠杖图等装饰图像中得到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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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吏是汉代官僚群体中的特殊类型，“在正史

《循吏传》外，尚能在不少士大夫身上看到循吏的影

子”①。 从积极意义的角度来看，循吏在推行汉代

“以孝治天下”政策、传播“孝思想”、推广“孝伦理”
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他们对保障政权稳定、淳化

乡里风俗等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目前学界对汉

代孝行思想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汉代孝文化、孝
伦理、孝思想与国家治理方面，②对循吏在孝思想传

播方面的研究较少，本文拟结合文献及考古资料，对
汉代循吏③在孝思想传播方面的作用略作探讨。

一、汉代孝思想的形成和传播

孝思想来自于祖先崇拜（ ａｎｃｅｓｔｏｒ ｗｏｒｓｈｉｐ），且
是“鬼魂崇拜中特别发达的一种”④。 《诗经》中有

２７ 篇诗文与孝道或孝思想有关⑤，如“棘心夭夭，母
氏劬劳” “母氏圣善，我无令人”⑥等。 《周易·萃

卦》亦有“王假有庙，致孝享也”⑦。 《毛公旅方鼎》
铭文则有“飨其用侑，亦引为孝”⑧。 西周金文中关

于“孝”的内容多达 １６ 种，如“孝”“永孝”“卿孝”⑨

等，其中“孝”的对象为祖先、父母、宗室、大宗、宗
庙、宗老以及兄弟、朋友和有婚姻关系的亲属、诸侯

等。 《荀子》载：“能以事亲谓之孝。”⑩ 《礼记·祭

统》曰：“是故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
则丧、丧毕则祭。” 《尚书·尧典》 载： “克谐以

孝。”《吕氏春秋 · 孝行览》 说： “务本莫贵于

孝。”郭店楚简中《六德篇》称：“是故先王之教民

也，始于孝悌。”这些文献记载说明了“孝”自先秦

时期就被提升到较高的伦理道德层面，汉代统治者

继承了这一思想。
１．汉代孝思想的形成

汉代孝思想被定为国策，其形成有一个过程。
汉初，统治者总结秦亡的历史教训，重新认识德治与

法治的关系，汉武帝时期，肯定了道德教化之于政权

巩固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以“孝”为纽带，维护家庭、
家族、乡里社会乃至王权利益。 汉代“以孝治天下”
是以血缘关系比拟政治关系并渗透其中的关键。 董

仲舒是汉代第一个把孝道提高到首要地位的人，他
认为父子之孝可以取法天地。汉代选官制度中特

别突出孝廉，如东汉中叶的雁门太守鲜于璜，其墓

碑文便有“君察孝，除郎中”的记载。 汉代“三老”
则以其“德高望重的长者身份，以维护血缘家族宗

法制的‘孝’的思想为中心对‘民众’进行教诲”，目
的是为了辅助和巩固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汉代

所建立的 “以孝为核心的社会统治秩序， 是我国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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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社会秩序的雏形”。 汉代的“孝”与先秦时期
“孝”的对象的不同之处在于，“孝奉母亲”也成为

孝道的重要内容，而不再仅仅局限于孝敬父亲。 汉

代推进孝治的主要做法有“以孝作谥、优待孝子、选
拔官吏、诵读《孝经》等”。 汉代大臣在奏疏中将

《春秋》与《孝经》并引，作为政治上的依据和思想上

的准绳，“成为汉代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两大精神

支柱”。 汉初的“孝治”主要体现在“导民向孝”和
树立起“为民父母”的形象两个方面。 《孝经》是

将事父之孝升华为事君以忠、家国一体的伦理节点，
是将忠与孝结合起来的一部重要经典。汉代的孝

已经从家庭道德扩大至政治、社会等方面，并成为封

建纲常，孝伦理亦出现了“政治化、社会化、强制化、
神秘化、泛化”等异化现象。

２．汉代孝思想的传播和推广

秦汉以来，国家政令的宣传和推广，多依靠刻石

和粉壁，这是基层统治机构传达“治国政策、官府政

令的重要工具”，当然也是普通民众了解国家政令

的重要信息渠道。 国家政令和思想伦理通过理论构

想、制度安排和实际运行，为社会全体成员提供了一

套易于被普遍认同和接受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和

行为准则。 汉代孝思想的传播来自最高统治者的直

接倡导，如汉武帝于元光元年（前 １３４）下诏：“初令

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建立举孝廉制度，使察举制
度成为正统的政治制度，必定使孝思想得到极大

的推动和广泛的传播。
除了诏书之外，国家政令和伦理思想也会通过

各种方式将体现皇权意志的思想观念、道德要求融

入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 在孝思想传播方面，
政府通过表彰孝悌力田者、推选三老行教化、举孝廉

以入仕、对高年赐以王杖、褒扬孝子、推广《孝经》等
方式来广泛传播孝行思想，以达到大兴孝治的目的。
如“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二年冬，赐淮南
王、菑川王几杖，毋朝”等。 同时，政府还注重利用

诏书、律令、制度以及祭祀等多种形式强化民众孝的

观念。 对于不孝行为，则采取严厉措施进行惩治，以
此方式来更广泛地传播孝行理念。 如“子牧杀父

母，殴詈泰父母、父母假大母、主母、后母，及父母告

子不孝，皆弃市”。 经过统治阶级的大力倡导和传

播，“孝思想”成为汉代主要的治国理念。

二、汉代循吏对孝思想的传播

汉代“亲亲、尊尊、贤贤及乐生”的精神“为循吏

所执守并导民于礼俗之中”。 汉代循吏承担了更

多教化、爱民的角色，在实际中也就占据了传播汉代

孝思想的主体地位。 在政令统一、社会稳定的有利

条件下，循吏通过教育、教化把孝思想广泛传播到汉

代中央政府所辖的各个区域，如汉宣帝时期韩延寿

表彰“孝弟有行”者，并“以此劝化民风”。汉代地

方官员有教化之责，而循吏比一般官吏更忠于职守，
对国家政策的推行不遗余力，严谨认真。

１．文献记载中的循吏对孝思想的传播

司马迁认为循吏应是“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

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 者，《汉书·循吏列

传》记载了文翁、王成、黄霸、朱邑、龚遂、召信臣等

循吏，他们的行为具备循吏“仁爱好教化” “安抚百

姓、安置流民” “存问耆老孤寡” “为人忠厚、刚正有

大节”的特点，如黄霸治理颍川八年，“百姓乡化，
孝子弟弟贞妇顺孙日以众多，田者让畔，道不拾遗，
养事鳏寡，赡助贫穷，狱或八年亡重罪囚”，孝悌之

行者日益众多，反映出黄霸对孝思想传播的成效。
再如秦彭，“乃为人设四诫，以定六亲长幼之礼”。
许荆担任桂阳太守期间，感化蒋均兄弟，致其感悟兄

友弟恭之道。仇览在担任蒲亭长一职时，亲赴陈元

家中感化母子二人并使“元卒成孝子”。 他们都

以实际行动传播了孝思想和孝伦理。
２．碑文所载循吏对孝思想的传播

碑文中记载循吏对孝思想传播的事例也被记录

下来。 如《汉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铭》载，景君担

任北海相时期，“鸱枭不鸣，分子还养”，即使“已分

家之子也还家养亲”。说明其在传播孝行思想、推
行孝行实践中取得了相当好的教化效果。 《汉故司

隶校尉忠惠父鲁君碑》是“目前所见唯一在碑文中

明称碑主为‘循吏’的两汉碑刻”。 碑文中记载鲁峻

亲身示范，传播孝思想的事迹，即碑文中所说的“丧
父如礼”。再如《汉故山阳太守祝君之碑》，碑文中

有“州郡以孝贡察”的记录，为祝睦立碑之人颂扬

其德行事迹，主要是因为祝睦自身对孝道的力行与

传播。 此类碑文的主人，在生前大多担任太守或县

令（长）等郡县主官，多以孝行举孝廉入仕，他们勤

于职守、倡导孝行，故被长吏赞为“循吏”，或被后人

以循吏比俦。 尽管有些碑文主人并未为正史所记

载，且其碑文中所描述的从政事迹甚或有言过其实、
夸大溢美之嫌，然而通过碑文描述，至少我们可以一

窥汉代循吏在孝行思想传播中所发挥的作用和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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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努力。

三、汉代循吏对孝思想传播的效果

汉代循吏对孝行思想的传播效果可以从墓葬装

饰中反映出来。 反映孝思想和孝伦理图像的墓葬及

建筑，包含了刻绘有孝子图像和鸠杖敬老图像的墓

葬、祠堂、石阙等，这些图画用以装饰和教化后人，
传播孝思想孝伦理的意图明显。 如山东嘉祥武氏祠

汉画像石，其墓主人为武梁、武开明、武班、武荣，
其中，武梁碑有“体德忠孝”的记载，而武班碑中

亦有称誉其为“忠臣” “孝友”的文字。 武氏祠刻

绘有老莱子娱亲、闵子骞失棰、邢渠哺父等数量众多

的孝行图像。 山东济南孝堂山郭氏墓石祠，祠堂刻

绘有颍考叔、七女为父复仇等图像。山东莒县东莞

汉墓石阙，墓主人名孙熹，应为县主簿，石阙刻绘有

颍考叔、七女为父复仇等图像。

刻于石阙、祠堂的孝行图，多出于良吏及其家

族，具有较强的传播引导性，是循吏对孝行传播的另

一种方式。 而存于墓葬中的画像石孝行图，则可以

说明孝行思想在汉代已成为人们认可的主要价值观

念。 如唐河针织厂汉画像石墓，墓室刻绘有鲁义妇

图像。济南市长清区大柿园东汉画像石墓，墓室刻

绘有曾母投杼图像。山东临沂吴白庄汉画像石墓，
墓室内刻绘有七女为父复仇图像。内蒙古和林格

尔东汉壁画墓，墓室内绘有老莱子娱亲、闵子骞失

棰、邢渠哺父、董永侍父、七女为父复仇等图像。

除了刻绘“孝子”图像外，“鸠杖敬老图像”和鸠

杖亦是传播孝思想的重要载体，许多墓葬皆出土有

手扶鸠杖的老人图像。 如山东肥城栾镇村汉墓，墓
主人应为县令或相仿等级，年代为东汉章帝建初八

年（８３）。浙江海宁东汉画像石墓，墓主人应为县令

或相仿等级身份，年代为东汉晚期至三国时期。四

川成都曾家包东汉画像砖石墓，墓主人应为列侯、郡
太守，年代为东汉晚期。山东沂南县界湖镇北寨村

画像石墓，墓主人应为武臣，年代为东汉灵帝末年、
献帝初年。这些墓葬出土的画像石均有“鸠杖敬老

图像”。
鸠杖和鸠杖图是敬老行为制度化、程序化、具象

化的表现方式。 《后汉书》记载：“年始七十者，授之

以玉杖，餔之以糜粥。 八十九十，礼有加赐。 王杖长

〔九〕尺，端以鸠鸟为饰。 鸠者，不噎之鸟也。 欲老

人不噎。”《礼记·王制》载：“五十杖于家，六十杖

于乡，七十杖于国，八十杖于朝。 九十者，天子欲有

问焉，则就其室，以珍从。”《史记·吴王濞列传》：
“赐吴王几杖，老，不朝。”以当前出土实物鸠杖的

材质来看，基本涵盖了“玉、金、银、铜、木等多种类

型，包括 １９ 件铜质鸠杖和 １２ 件木质鸠杖”。 如甘

肃武威磨咀子汉墓先后出土了 １３ 根鸠杖。 伴随

鸠杖一同出土的还有维护鸠杖权威的汉代法律制

度，比如武威旱滩坡东汉墓除了出土鸠杖之外，还有

养老受王杖之制书以及数枚关于授受王杖的律令竹

简。此外，考古人员相继在江苏连云港海州区小礁

山北麓西汉霍贺墓，江苏连云港海州区西汉侍其

墓，山东日照西十里堡村汉代墓地，广东省广

州市南越国宫署遗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平乐银山

岭汉墓等墓葬中发现了鸠杖首或者鸠杖实物。
结合以上出土鸠杖及鸠杖敬老图像墓葬的初步

观察，我们发现其墓主人以中小官吏居多，大部分墓

葬主人或可看作具有汉代循吏特征的官员。 此类墓

葬，在其空间分布上，主要以山东和江苏、河南、安徽

为主，而在河北、四川、内蒙古、甘肃、湖北、广西、广
东等地也有类似墓葬建筑发现，说明孝思想的影响

力和辐射面达到汉代所辖疆域，也可以说汉代循吏

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对孝思想的传播。 从孝思想传

播过程与环节观察，上自天子、诸侯王、列侯，中及郡

太守，下至县令、功曹等普通官吏，甚至豪强地主等

社会各阶层皆能有意识地加以推行。

四、结语

通过对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的研究，不难得出

“汉代循吏以吏、亲、师合一的身份，将国家权力与

乡里社会较好地连结起来”的论断，体现了循吏

“主张为政宽厚仁德、 反对威严苛酷的吏治思

想”，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汉代循吏重视教化、行
仁践德，对孝思想的传播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东

汉中后期，孝道逐步成为一切人伦关系的准则，循吏

在孝思想传播过程中的努力推动是不能忽视的。

注释

①李雅雯：《汉代循吏“以教为治”的社会治理模式》，《中国石油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 ②孙筱：《孝的观念与汉代新

的社会统治秩序》，《中国史研究》１９８８ 年第 ２ 期。 赵克尧：《论汉代

的以孝治天下》，《复旦学报》１９９２ 年第 ３ 期。 徐玲：《汉代孝治文化

研究》，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４ 年。 李建业：《孝文化与汉代社

会》，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７ 年。 朱岚：《中国传统孝道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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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史》，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 ③本文所论之循吏，包括《史
记》《汉书》之“循吏传”相关人物以及汉代能够较好遵循国家法度、
推行国家政策的基层官吏。 ④林惠祥：《文化人类学》，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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